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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組織型態的改變，團隊成員合

作的型態與方式皆受到相當的影響。目

前企業的組織型態均傾向以團隊合作的

方式完成，藉此提升組織整體的競爭

力，所以瞭解團隊成員之間的團隊合作

之影響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本研究試圖

以團隊的社會網路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以及團隊成員的人格特質

的角度為主軸，從人際關係和影響團隊

合作的各項重要因素（包括團隊成員的

相似性、團隊的氛圍、團隊的人際關係

和團隊成員之間的承諾與信任）來探討

團隊合作中各個變數之間的關係。本研

究藉由問卷調查法蒐集資訊領域學生在

團隊合作上的各項構面之問卷，並以內

容分析法分析影響團隊凝聚力的原因。

本研究結果發現：(A)個人在團隊中的承

諾會受到其在團隊的人際關係、團隊成

員的相似性、團隊成員的信任，以及團

隊成員的開放性之影響；(B)團隊的績效

會受到其在團隊成員的外向性與團隊承

諾之影響；(C)影響團隊凝聚力問題之次

數前三名為：時間、想法、衝突。 

關鍵詞：社會網路分析、團隊、人際關

係、人格特質 

 

1.緒論 

 

隨著組織型態的改變，團隊成員合

作的型態與方式皆受到相當的影響。所

以，現今社會中的人們也必須擁有足夠

的知識和技能處理各種情況的任務，並

與其他人透過團隊合作的方式完成。由

於團隊成員可能來自於不同領域的專業

人員，人格特質也會有所不同，這也影

響著彼此的人際關係。故瞭解影響團隊

成員的人格特質以及團隊合作的人際關

係，即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議題。 

目前企業的組織型態均傾向以團隊

合作的方式完成，藉此提升組織整體的

競爭力，所以瞭解團隊成員之間的團隊

合作之影響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是此之

故，團隊合作的相關研究也愈受到重視

(Brehm et al. 2002; Aarons & Sawitsky, 

2006; Lin et al. 2007; Costa, 2003; Forsyth, 

2005; Wright & Drewery, 2002)。因此，當

團隊成員之間的人際關係越良好，團隊

就越容易產生團隊合作的行為。 

研究顯示，有許多因素會影響團隊

合作，例如：團隊成員的相似性(Brehm et 

al. 2002)、團隊的氛圍(Aarons & Sawitsky, 

2006)、人際關係(Lin et al. 2007)、團隊成

員 之 間 的 信 任 (Costa, 2003) 與 承 諾

(Forsyth, 2005; Wright & Drewery, 

2002)。雖然，過去大多數的研究著重於

團隊合作所產生的創造力和團隊合作的

知識轉移，且這些研究已經累積相當多

的研究成果，但是卻沒有從團隊成員的

人際關係與人格特質來探討團隊合作。

所以，本研究試圖以團隊的社會網路分

析以及團隊成員的人格特質的角度為主

軸，從人際關係和影響團隊合作的各項

重要因素來探討團隊合作中各個變數之

間的關係，以彌補團隊合作研究中不足

之處。  

本研究的主要目標是探討資訊領域

學生的社會網路和人格特質，並分析每

個構面之間的相關程度，包括團隊成員

的相似性、團隊的氛圍、團隊的人際關

係和團隊成員之間的承諾與信任。本研

究同時也希望能夠瞭解團隊合作的因

素，以及其所造成的影響，期望對團隊



合作有具體的建議。具體來說，本研究

的目的如下： 

(1) 從社會網路的角度探討團隊合作的

績效。 

(2) 以人際關係為基礎，分析團隊成員

間的信任、氛圍、相似性、承諾，

以及人格特質對團隊績效的影響。 

(3) 探討人格特質的開放性與外向性對

團隊績效的影響。 

 

2.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說 

 

2.1 社會網路分析 

 

在 1954年的時候Barnes首先提出社

會網路分析的概念，他認為每個人會同

時屬於多個社會群組，例如：同時是家

庭成員，以及一個小村莊的村民。

Barnes(1954)認為可以將社會制度區分

為三個領域：(A)以地域為基礎的社會領

域：人們透過這個制度使用相同的邊

界，提供鄰居之間持久的社會關係，在

不同的自給農業、宗教、娛樂、和類似

活動聯繫中表達共同的關係。(B)經由產

業制度所產生的社會領域：具有高度相

互依賴性的正式自治單位，例如：捕魚

船、市場營銷合作社、鯡魚油工廠。這

些單位，通常是真實的社會群集，就像

組織的單位一樣。(C)沒有單位或邊界的

社會領域：它藉著友誼和熟人的聯繫所

構成。這個社會領域的組成不是固定

的，新的聯繫不斷的形成，舊的聯擊可

能會中斷或因不確定而停頓。 

近年來一些學者注意到社會網路可

能在團隊合作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社

會網路的概念，包含：中心性增加了工

作的滿意度、績效和權力。因為社會網

路被認為是與認知、績效 (Ibarra & 

Andrews, 1993; Lucius & Kunert, 1997)、

學術績效和學習態度(Balwin et al. 1997)

有關。 

在資訊系統(Information System, IS)

的領域也有學者探討團隊績效的成功因

素，例如：研究團隊成員的個性、團隊

結構的特徵和團隊生產力的溝通方式

(Borovits et al. 1990; Curtis et al. 1988; 

Rasch & Tosi 1992; White, 1984)。 

有一些群組特徵，例如：凝聚力

(cohesion)和衝突(conflict)，已經被廣泛

的研究，並與團隊績效有關。社會網路

分析提供一個很好的工具來獲得團隊互

相 影 響 的 過 程 (Heng-Li & Jih-Hsin, 

2004)。中心性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概

念，例如：如果 A 在其群組屬於中心性，

A 就是最受歡迎且得到最多關注的人。 

Hawthorne(2000)主張社會網路圖是

用來說明在工作群組內非正式關係的結

構。它們顯示了各個概念的組織行為，

例如：工作交易、幫助、友誼和敵意。

在社會網路圖中，一個圓圈代表著一個

人，而箭頭代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圖 1

中的線可以給予符號（+或-）來表示 A

與 B 是“正向(+)”或 “負向(-)”的關係，他

們之間可以用箭頭來表示他們的「關係

方向」；所以，可以區別：A 指向 B 的關

係是負向的；B 指向 A 的關係是正向的。 

 
圖 1：社會網路關係圖 

 

首先，程度中心性指標 (Degree 

Centrality Index)可分為：(A)向內程度中

心性指標(in-degree index)：用來測量一個

人有多少關係來自群組內的其他成員；

(B) 向 外 程 度 中心 性指 標 (out-degree 

index)：用來測量一個人有多少關係向群

組內的其他成員 (Heng-Li & Jih-Hsin, 

2004)。 

其 次 ， 群 組 凝聚 力 指 標 (Group 

Cohesion Index)是彼此所有可能的正向

關係比率。如果在一個群組內有許多的

正向關係，那麼這群組是有凝聚性的。

當然，任何成員在群組內可能有多重的



正向關係(Heng-Li & Jih-Hsin, 2004)。關

鍵是計算「相互之間的正向關係」。因

此，群組內的群組凝聚力指標是藉由公

式 1 來預測。 

 

……公式 1 

 

在公式 1 中，A
+

ij 是在群組內確定相

互溝通的數量，N 是群組大小。Gg 是確

定群組關係對等的密度百分比，用以則

得 群 組 凝 聚 力 (Heng-Li & Jih-Hsin, 

2004)。 

最後，群組衝突指標(Group Conflict 

Index)是彼此關係可能的負向關係比

率。如果一個群組內存在許多負面的關

係，那麼這群組就更會產生衝突(Heng-Li 

& Jih-Hsin, 2004)。 

 

2.2 人際關係與團隊相關構面 

 

2.2.1 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取決於「接近」，如果人

們不會與其他人相遇，他們的關係永遠

都不會開始。此外，團隊成員之間的相

互影響和溝通，會表現出他們渴望平等

的需求關係，這種相互影響會增加他們

彼此之間歸屬關係的感覺，幫助他們瞭

解自己和其他人，並產生其對團隊成員

承諾的行為(Lin et al. 2007)。因此，在團

隊合作過程中，團隊成員會了解彼此的

需求，滿足與團隊成員的良好關係，進

而產生其對團隊成員承諾的行為。據

此，提出本研究的H1： 

H1：資訊領域學生在團隊中的人際關係

會正向影響團隊的承諾 

 

2.2.2 相似性 

 

人們彼此之間會形成關係，是因為

許多因素出現相似性，其中，人口統計

資料是相似性最明顯的因素（例如：年

齡、性別、家庭背景、宗教、教育等等）

(Brehm, 1992)。此外，反覆的與他人接觸

也會增加吸引力(Brehm et al. 2002)，因為

分享價值觀和信任，能產生與團隊成員

之間親密的感覺，並產生對團隊的承

諾。當這樣的人有相似的價值觀、想法

和人格特質時，就會更有可能去吸引到

其它不同的人(Brehm et al. 2002)。所以，

在團隊合作過程中，團隊成員彼此擁有

相似的價值觀和想法，就越能分享彼此

的經驗和樂趣，並產生對組織目標而努

力的承諾。據此，提出本研究的H2： 

H2：資訊領域學生在團隊中的相似性會

正向影響團隊的承諾 

 

2.2.3 氛圍 

 

組織氛圍是一種溝通模式，以及個

人與組織之間的工作關係，具備持久與

有系統的特徵，並觀察組織生活中的特

徵，以了解組織氛圍是如何發展的

(Baumgartel, 1971)。當個人所認知的工作

氛圍會影響他們對工作組織的態度與承

諾，以及團隊成員的流動率 (Aarons & 

Sawitsky, 2006)。因此，在團隊合作過程

中，團隊成員彼此相處的很好，會挑戰

彼此的想法，願意貢獻自己的能力，並

對團隊目標有著共同的承諾。據此，提

出本研究的 H3： 

H3：資訊領域學生在團隊中的氛圍會正

向影響團隊的承諾 

 

2.2.4 信任 

 

心理方面構成的信任，來自於人們

經歷價值觀、態度、情緒和情感的互動

結果(Jones & George, 1998)。信任是存在

於人際關係之間的可靠性(MacNeil et al. 

1998)，對一些事情、過程或個人的信賴

或信用所產生的信任 (Golembiewski & 

McConkie, 1975)。由於信任是團隊成員

對彼此信心的表達程度，其可以促進團

隊間的合作行為，因此，團隊成員也可

藉由信任來強化團隊合作、減少衝突，

並提升對組織的承諾 (Costa, 2003)。所

以，在團隊合作過程中，團隊成員坦白



的與其他人互動、關心其他人的需求，

以及信賴其他人，就越可能產生對其他

團隊成員的承諾。據此，提出本研究的

H4： 

H4：資訊領域學生在團隊中的信任關係

會正向影響團隊的承諾 

 

2.2.5 承諾 

 

Bateman與Strasser(1984)指出，組織

承諾是屬於多面性的特質，它涉及團隊

成員對組織的承諾，願意為組織盡最大

的努力，以及渴望繼續做為組織的成

員。由於組織承諾是團隊成員對團隊目

標所付出努力的意願(Dee et al. 2006)，所

以，團隊成員對團隊目標有著共同承諾

時，其會對團隊合作付出最大的努力，

進而提高團隊績效(Forsyth, 2005; Wright 

& Drewery, 2002)。另外，當團隊成員之

間對彼此不友善時，團隊成員會對組織

承諾產生負面的影響(Duffy et al. 2002; 

Tepper, 2000)。因此，在團隊合作過程

中，團隊成員與其他人會培養長期的互

動關係，願意分享知識和幫助給其他

人，並關心彼此的情況，則會影響其對

組織目標和績效的努力程度。據此，提

出本研究的H7： 

H7：資訊領域學生在團隊中的承諾會正

向影響團隊績效 

 

2.2.6 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是一個穩定的特徵和傾

向，它確定人們在思想、情感和行動的

相同與差異處(Maddi, 1996)。這是因為人

們的態度、衝突、認知與行為有一部分

取決於他們的個性(Devaraj et al. 2008)。

由於人格特質是一個人的認知、情緒，

和行為模式，能夠區別其他人的獨特特

徵(Pervin & John, 1997)。因此，人格特

質是一個人從生活環境上所反應出來的

特徵，可以從過去的行為來預測未來的

行動 (Robbins, 2003; McCrae & Costa, 

1986)。 

五大人格因素被認為是一個全面和

簡 潔 的 人 格 模 式 (McCrae & Costa, 

1997)，而且在人格研究中是最有效的分

類法(Barrick & Mount 1991)。因此，學者

們一致認為人格特質有五大因素(Barrick 

& Mount 1991; Costa & McCrae 1985; 

Digman, 1990; McCrae & Costa, 1997; 

Mount & Barrick, 1995)，分別為：外向

性、親和性、嚴謹性、情緒穩定性和開

放性。目前五大因素結構被認為具有穩

定 性 (Peabody, 1987 ； Tellegen & 

Waller,1987)，足以衡量人格特質的差異。 

首先，外向性已經顯示出可以有效

的預測人們未來在工作上的績效(Barrick 

& Mount, 1991; Tett et al. 1994)。因此，

外向性的因素已經顯示與群組績效

(Driskell et al. 1987; Williams & Sternberg, 

1988)有正相關的關係。 

其次，開放性可以預測一個人的訓

練能力(Barrick & Mount, 1991)，同時，

具備開放性特質的團隊成員，會運用其

以往的經驗，以嚐試用新的方法完成其

團隊的目標與績效 (George & Zhou, 

2001)。 

再者，Driskell 等學者(1987)認為親

和性和社會層面（例如：訓練、協助或

服務他人）、操作／說服力（例如：組

織或其它激勵），以及對工作的績效

(Hough, 1992)有正相關的關係。 

另外，在多樣性的工作上，有嚴謹

性的團隊成員會有高度完成工作的需

求，且勝過其他低度完成工作需求的團

隊 成 員 (Schneider & Delaney, 1972; 

Zander & Forward, l968)。因此，嚴謹性

已經是所有工作和職業的類型中最符合

預測人們工作績效的指標(Barrick et al. 

2001; Barrick & Mount, 1991; Tett et al. 

1994)。 

最後，Mann (1959)和 Heslin (1964)

主張情緒穩定性是預測群組績效最好的

一個因素。意即：情緒穩定性或缺乏神

經質的人們，較能完成群組內的工作

(Haythorn, 1953; Mann, 1959; Shaw, 

1971)。因此，情緒穩定性應該與所有工

作的群組績效呈正相關(Judge & Bono, 

2001; Judge, 2000; Driskell et al. 1987)。意



即，情緒穩定性或缺乏神經質的人們會

對群組工作產生自我勝任感，且會努力

完成群組內的工作，也會有較佳的績

效。據此，提出本研究的 H5a、H5b、H5c，

H5d 和 H5e： 

H5a：資訊領域學生的外向性會正向影響

團隊績效 

H5b：資訊領域學生的開放性會正向影響

團隊績效 

H5c：資訊領域學生的親和性會正向影響

團隊績效 

H5d：資訊領域學生的嚴謹性會正向影響

團隊績效 

H5e：資訊領域學生的情緒穩定性會正向

影響團隊績效 

 

同時，外向性與開放性的因素也已

經顯示與組織承諾 (Kumar & Bakhshi, 

2010)有關；意指，團隊成員喜歡在團隊

的社交生活中與不同人交談，以及喜歡

花時間思考與了解團隊的事情，並對團

隊目標有良好的想像力，即產生對組織

的承諾。據此，提出本研究的 H6a 和 H6b： 

H6a：資訊領域學生的外向性會正向影響

團隊的承諾 

H6b：資訊領域學生的開放性會正向影響

團隊的承諾 

 

3.研究方法 

 

本研究期望瞭解團隊學生在進行團

隊合作時會因哪些因素而產生對團隊的

承諾，並對其團隊績效的影響，以及瞭

解資訊領域學生的社會網路分析。因此

以大專院校資訊相關領域，且參與小組

作業的學生為研究對象。 

依照研究架構中的變數，研究問卷

的計分方式採用Likert七點尺度，分數愈

高者表示對此問項同意度愈高，量化問

卷共計65題，另外，本研究透過社會網

路分析的問卷詢問出團隊的社會網路結

構，質性問卷共計22題。 

本研究以人工問卷發放方式給資訊

領域的學生填寫。本研究從2010年12月

至2011年1月止，發出45份問卷，共計回

收45 份，回收率為100%，有效問卷共100

份，有效回收率為100%。 

本 研 究 之 量 化 問 卷 使 用 PASW 

Statistics 18，以及SmartPLS 2.0 M3做為

分析資料的工具。使用的分析方法有：

敘述性統計、信度分析、效度分析與路

徑分析；質性問卷使用內容分析法做為

分析資料的工具。 

 

3.1 量化分析 

 

本研究將樣本的基本資料進行敘述

性統計分析，其說明如下：(A)性別：在

有效樣本中(N=45)，男性資訊領域學生

人數多於女性（佔66.7%），表示在資訊

領域相關科系學生中，男性是佔較多數

的；(B)年齡：在有效樣本中(N=45)，資

訊領域學生年齡介於12到19歲之間，佔

53.3%；20到29歲之間，佔37.8%；其餘

為30歲以上，佔8.9%。 

 

問卷的信度係指測量資料的可靠

性，亦即衡量結果的一致性或穩定性。

Guielford(1965)認為Cronbach’s α值若

大於0.7則表示信度很高，若小於0.35則

表示低信度，需予以刪除。本研究之所

有構面的Cronbach’s α值皆大於0.7以

上，並介於0.83至0.94之間，因此，本研

究問卷具備高度的信度水準。 

問卷的效度係指問卷能否測量出變

數性質的程度。本研究以收斂效度與區

別效度做為評估效度的標準，此兩種方

法是目前最廣泛使用的效度檢測工具

(Schwab, 1980; Sethi & Carraher, 1993)。 

根據Fornell與Larcker(1981)評估收

劍效度的標準共有三項： (A)負荷量

(factor loading)：要大於0.5；(B)組合信度

值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要大於

0.8 ； (C) 平均變異數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要大於0.5。本

研究分別利用此三項指標來評估收斂效

度。 

在負荷量方面，本研究「承諾」構

面之項目「P1_c3」與「P1_c7」的負荷

量為0.37與0.16，均未達到0.5的標準，予



以刪除。其餘構面名稱之項目皆大於0.5

以上，並介於0.52至0.97，達到負荷量大

於0.5的標準。此外，本研究之所有構面

的CR值皆大於0.8以上，並介於0.88至

0.97，達到CR值大於0.8的標準。最後，

本研究之所有構面的AVE值皆大於0.5以

上，並介於0.56至0.94，達到AVE值大於

0.5的標準。因此，本研究具備良好的收

斂效度。 

Fornell與Larcker[20]認為良好的區

別效度為構面本身的AVE值要大於其他

構面間的相關係數平方值，意即AVE平

方根之數值要大於同一欄之相關係數。

從本研究結果得知：(A)承諾、氛圍和人

際關係之間；(B)承諾與相似性和信任之

間；(C)人際關係與信任之間，皆未達到

AVE平方根之數值要大於同一欄之相關

係數的標準，其於構面間之AVE平方根

之數值皆大於同一欄之相關係數的標

準，顯示本研究在某些方面的構面間仍

未達到區別效度，但其大多數的構面間

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區別效度。 

另外，Kim等學者(2003)認為其良好

的區別效度為兩兩構面間的相關係數小

於0.85為準，若達到此標準，則此構面具

有一定程度的區別效度，由本研究結果

得知，「人際關係」的構面與「氛圍」、「信

任」和「承諾」之間的相關係數大於0.85，

未達到小於0.85的標準，但其它兩兩構面

之間的相關係數皆小於0.85，須予刪除。

在刪除「人際關係」構面之後，本研究

之所有兩兩構面之間的相關係數皆小於

0.85，因此，本研究具備良好的區別效

度。 

 

3.2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是一種對訊息的特徵做客

觀系統驗證的一種推論技巧 (Holsti, 

1969)，可由資料與情境建立可複製且有

效 的 推 論 ， 並 推 及 於 其 背 景 意 涵

Krippendoriff(1980)。內容分析法是一種

量化的分析過程，以傳播內容「量」的

變化來推論「質」的變化，是一種質量

並重的研究方法(Neuendorf, 2002)。收集

來的「內容」，不論是報章雜誌或各種文

件 的 內 容 ， 均 可 作 為 分 析 之 資 料

(Neuendorf, 2002)。因此，內容分析法並

非單純的收集資料，而是必須將內容的

深層意涵進行更完整的研究，其目的在

於闡述事實與真相。 

鑑於先前的研究顯示，其分析的步

驟是最關鍵的，每一個主題的定義必須

非常清楚，以避免誤判的情況發生。我

們分析的單位是個人。研究者分析主題

單位的資料說明來自受訪者敘述相關事

件的整個過程。根據選擇的相關句子，

分析每一個主題，並藉由收集來的主題

和編碼來完成任務。 

由於編碼是主觀的，所有的編碼者

必須要對編碼標準取得一致的意見。本

研究的二位分析者分別對相同的文獻進

行編碼。彼此比較結果和討論的差異，

直到達成分類、意義，和未來編碼過程

的一致性(Paré, 2004)。接下來，本研究

依據所蒐集的質性資料由分析者分別獨

立編碼，並於完成編碼後，進一步比對

討論，並將意見不一致的部分與MIS專家

一起討論，若仍無法達成共識，則放棄

該筆資料，故依據此一原則，直到所有

分析者達成一致的意見，完成編碼分析

的過程(Strauss & Corbin, 1990)。 

在團隊合作過程中，如果團隊內有

許多問題存在，不僅會影響團隊成員之

間的溝通，也會影響團隊的凝聚力。因

此，本研究利用內容分析法進行客觀且

有系統的分析資訊領域學生之社會網路

問卷，探討影響團隊凝聚力的原因。 

例如1：某團隊成員表示「在團隊合

作過程中，團隊成員彼此無法抽空時間

討論，進而無法完成團隊合作的事宜」。 

例如2：某團隊成員表示「在團隊點

作過程中，團隊成員彼此因為爭執所產

生的磨擦，則會影響團隊合作的進度」。 

例如3：某團隊成員表示「團隊成員

的想法、思考的不一致性，無法達成團

隊合作的共識」。 

 



4.資料分析結果與討論 

 

本 研 究 採 用 量 化 研 究 方 法

(Quantative Reasearch Method)，以問卷收

集資料，並使用SmartPls 2.0統計軟體進

行研究模式中的路徑分析，並檢定研究

假說是否成立。 

由於 PLS未提供整體模式的配適

度，所以藉由判定係數「R
2」來檢測結

構路徑的預測能力，R
2是可解釋變異佔

總變異的比例，因此，R
2愈大表示模型

解釋度愈好。 

本研究在參數估計上使用拔靴法

(Bootstrapping)，它是一種無母數估計方

法 ， 透 過 對 樣 本 資 料 的 重 新 抽 樣

(Resampling)，以估計統計量的分配。本

研究採用Chin(1998b)的建議，重新抽樣

次數為500次，作為每條結構路徑的估計

值顯著性檢定的依據，以瞭解模式內各

研究構面間的因果分析，確定其各變數

間的關係。 

本研究共提出十二個研究假說，經

檢定後分別有H3、H5b、H5c、H5d、H5e

及H6a共六個假說不成立，其餘假說皆於

(t>1.96或t>1.645)時成立，如圖3所示。 

 

 

 

 

 

 

 

 

 

 

 

 

 

 

 

 

 

 

 
注：t>1.645*，t>1.96**，t>2.576***，t>3.291****。 

虛線表示未達顯著標準。 

圖 3：本研究模式結果 

 

4.1 影響團隊承諾的假說 

 

(1) 資訊領域學生在團隊中的人際關係

對團隊承諾的影響(H1)：本研究結果

顯示團隊的人際關係對團隊承諾(R
2
 

=88.3%)有顯著影響(t>1.645)，此結

果和 Lin等學者(2007)的研究結果相

符，支持本研究假說 H1。例如：第

10 組的團隊成員表示「在協調討論

時間上，了解彼此的需求，並願意

互相配合，達成共識，而且在結束

本課程的團隊作業後，仍然願意選

擇彼此做為以後的團隊成員」。因

此，人際關係愈良好的話，團隊承

諾也就愈高。 

 

(2) 資訊領域學生在團隊中的相似性對

團隊承諾的影響(H2)：本研究結果顯

示團隊的相似性對團隊承諾 (R
2
 

=88.3%)有顯著影響(t>3.291)，此結

果和 Brehm 等學者(2002)的研究結

果相符，支持本研究假說 H2。例如：

第 9 組的團隊成員表示「由於他們

擁有相似的價值觀，彼此對討論作

業上有向心力，願意以分工合作的

方式完成團隊作業，就會願意繼續

鞏固彼此的關係」。因此，彼此的相

似性程度愈高，團隊承諾也就愈高。 

 

(3) 資訊領域學生在團隊中的氛圍對團

隊承諾的影響(H3)：本研究結果顯示

團隊的氛圍對團隊承諾(R
2
 =88.3%)

並 沒 有 顯 著 影 響 ， 此 結 果 和

Baumgartel(1971)的研究結果不符，

不支持本研究假說 H3。例如：第 1

組的團隊成員表示「團隊成員在討

論作業上起了爭執與磨擦，但是為

了與其他人的和諧，他還是不會換

新的團隊」。因此，有這樣的特例，

所以氛圍不好，不見得會影響團隊

承諾。 

 

(4) 資訊領域學生在團隊中的信任對團

隊承諾的影響(H4)：本研究結果顯示

H7:4.152**** 

H5d:1.202 

H5c:1.215 

H5b:0.437 

H4:1.665* 

H3:1.346 

團隊績效 
R

2
=0.418 

H5e:1.254 

H5a:2.542** 

H2:3.869**** 

H1:1.833* 

H6b:2.325** 

H6a:0.348 

人際關係 
 

相似性 

氛圍 

信任 

承諾 
R

2
=0.88

3 

 

人格特質 

外向性 

開放性 

親和性 

嚴謹性 

情緒穩定性 



團 隊 的 信 任 對 團 隊 的 承 諾 (R
2
 

=88.3%)有顯著影響(t>1.645)，此結

果和 Costa(2003)的研究結果相符，

支持本研究假說 H4。例如：第 8 組

的團隊成員表示「團隊成員為了考

慮團隊的作業成績，而有能力提供

在在作業上的良好資訊，彼此之間

願意分享課程的知識給組員」。因

此，對彼此的信任程度愈高，承諾

也就愈高。 

 

(5) 資訊領域學生的外向性對團隊承諾

的影響(H6a)：本研究結果顯示團隊

成 員 的 外 向 性 對 團 隊 承 諾 (R
2
 

=88.3%)並沒有顯著影響，此結果和

Kumar 與 Bakhshi(2010)的研究結果

不符，不支持本研究假說 H6a。其可

能原因為：團隊成員不喜歡在社交

場合中與人交談，就不會想跟其他

人持續維持互動的關係。因此，外

向性愈低，承諾也就愈低。 

 

(6) 資訊領域學生的開放性對團隊承諾

的影響(H6b)：本研究結果顯示團隊

成 員 的 開 放 性 對 團 隊 承 諾 (R
2
 

=88.3%)有顯著影響(t>1.96)，此結果

和 Kumar 與 Bakhshi(2010)的研究結

果相符，支持本研究假說 H6b。所以

團隊成員願意花時間思考有關團隊

作業的相關事宜，且充滿對團隊作

業的想法與了解，就會盡自己的能

力幫忙其他人。因此，開放性愈高，

承諾也就愈高。 

 

4.2 影響團隊績效的假說 

 

(1) 資訊領域學生的外向性對團隊績效

的影響(H5a)：本研究結果顯示團隊

成 員 的 外 向 性 對 團 隊 績 效 (R
2
 

=41.8%)有顯著影響(t>1.96)，此結果

和 Tett 等學者(1994)的研究結果相

符，支持本研究假說 H5a。所以，

團隊成員樂於與其他人交談，且有

良好的社交生活，並感到舒適愉

快，就會為了團隊的目標與績效而

付出最大的努力。因此，外向性愈

高，團隊績效也就愈好。 

 

(2) 資訊領域學生的開放性對團隊績效

的影響(H5b)：本研究結果顯示團隊

成 員 的 開 放 性 對 團 隊 績 效 (R
2
 

=41.8%)並沒有顯著影響，此結果和

Barrick 與 Mount(1991)的研究結果

不符，不支持本研究假說 H5b。其可

能原因為：團隊成員不願花時間思

考有關團隊作業的事宜，就不會為

了團隊的目標和績效而付出努力。

因此，開放性愈低，團隊績效就愈

不好。 

 

(3) 資訊領域學生的親和性對團隊績效

的影響(H5c)：本研究結果顯示團隊

成 員 的 親 和 性 對 團 隊 績 效 (R
2
 

=41.8%)並沒有顯著影響，此結果和

Hough(1992)的研究結果不符，不支

持本研究假說 H5c。其可能原因為：

團隊成員不願花時間協助其他人在

團隊作業的困境，且未感受到其他

人的情緒與感受，就不會為了團隊

的目標和績效而付出努力。因此，

親和性愈低，團隊績效就愈不好。 

 

(4) 資訊領域學生的嚴謹性對團隊績效

的影響(H5d)：本研究結果顯示團隊

成 員 的 嚴 謹 性 對 團 隊 績 效 (R
2
 

=41.8%)並沒有顯著影響，此結果和

Barrick 等學者(2001)的研究結果不

符，不支持本研究假說 H5d。其可能

原因為：團隊成員不會準備團隊作

業的相關事宜，也不關心其作業的

細節，且沒有很嚴謹的工作態度，

就不會為了團隊的目標和績效而付

出努力。因此，嚴謹性愈低，團隊

績效就愈不好。 

 

(5) 資訊領域學生的情緒穩定性對團隊

績效的影響(H5e)：本研究結果顯示

團隊成員的穩定性對團隊績效 (R
2
 

=41.8%)並沒有顯著影響，此結果跟

Judge 與 Bono(2001)和 Judge(2000)



的研究結果不符，不支持本研究假

說 H5e。其可能原因為：團隊成員在

在團隊作業與工作的相關事宜上忙

著不可開交，被許多事情所煩腦

著，因而讓自己感受到憂鬱的情

緒，無法藉由空閒的時間來放鬆自

己，所以就不會為了團隊的目標與

績效而付出努力。因此，情緒穩定

性愈低，團隊績效就愈不好。 

 

(6) 資訊領域學生在團隊中的承諾對團

隊績效的影響(H7)：本研究結果顯示

團隊承諾對團隊績效(R
2
 =41.8%)有

顯著影響(t>3.291)，此結果跟 Dee

等 學 者 (2006) 、 Forsyth(2005) 和

Wright 與 Drewery(2002)的研究結果

相符，支持本研究假說 H7。所以，

團隊成員願意分享知識給其他組

員，幫助其他人在團隊作業上的困

境，並願意培養長期的互動關係，

就會為了團隊的目標和績效而付出

努力。因此，團隊承諾愈高，團隊

績效就愈好。 

 

 

 

4.3 社會網路對資訊領域學生在團隊

凝聚力的影響 

 

本研究利用其收集來的社會網路問

卷，其繪製出各團隊的結構大小、溝通

方向，以及各個團隊之間的聯繫狀況。

本研究對象為10組團隊的成員，每組團

隊有三至六人，團隊的社會網路圖之結

果如圖4所示。圖4之箭頭皆為正向關

係，其中，單箭頭的方向為單向溝通，

而雙箭頭的方向為雙向溝通。 

群組凝聚力指標 (Group Cohesion 

Index)是彼此所有可能的正向關係比

率。如果在一個群組內有許多的正向關

係，那麼這群組是有凝聚性的。當然，

任何成員在群組內可能有多重的正向關

係(Heng-Li & Jih-Hsin, 2004)。關鍵是計

算「相互之間的正向關係」。因此本研究

之團隊的凝聚力比例是計算「相互之間

的正向關係」作為主軸，藉由公式1來計

算團隊的凝聚力。 

 

 

 

 

 
圖4：社會網路圖 



其凝聚力比例範圍為0至100%，其

0%代表團隊成員之間無凝聚力，彼此無

雙向溝通，而100%代表團隊成員之間彼

此皆為雙向溝通，具有最高的凝聚力，

結果如表1所示。 

從圖4和表1得知，凝聚力最高的團

隊組別為「第4組」和「第10組」，其凝

聚力比例高達100%，顯示該團隊組別具

有良好的凝聚力，而凝聚力最低的團隊

組別為「第1組」和「第5組」，其凝聚力

比例為17%，其團隊組別的凝聚力有待加

強。 

 
 

表1：團隊之凝聚力比例 

團隊 

組別 

團隊 

人數 

雙 向 溝

通 之 數

量 

雙 向 溝

通 之 最

大數量 

凝聚力 

比例 

1 4 1 6 17% 

2 5 6 10 60% 

3 5 2 10 20% 

4 5 10 10 100% 

5 4 1 6 17% 

6 5 4 10 40% 

7 4 2 6 33% 

8 3 1 3 33% 

9 4 4 6 67% 

10 6 15 15 100% 

 

在團隊合作過程中，如果團隊內有

許多問題存在，不僅會影響團隊成員之

間的雙向溝通，也會影響團隊的凝聚力

與團隊合作。本研究逐一針對每組的問

題進行分析討論。 

第 1 組共有四個人，其中「時間上

無法配合討論」的有三個人、「彼此間有

衝突」的有兩個人，以及「想法與思考

方向不一樣；討論團隊作業容易冷場；

要求更換團隊」各有一個人，其團隊凝

聚力為 17%，可能的原因為：團隊成員

的想法不一致，團隊成員認為自己無法

影響別人，且彼此之間的默契不夠，造

成團隊成員之間的衝突，甚至想更換到

其他團隊（例如：團隊成員 A 表示「因

為每天忙於工作，卻被誤認為不關心團

隊作業成績，故意讓其他成員聯絡不

到；但是，抽空上線討論的同時，其他

成員就停止了討論。有一次以下線的狀

態觀察，結果其他人果然開始討論團隊

作業。這種情況讓我不知該如何處理，

因此，想更換到其他團隊」。團隊成員 B

表示「團隊成員之間的爭執，令人感到

很厭煩，雖然其他團隊組員因為要上班

所以很忙，但是我認為團隊合作是一種

責任，既然要來唸書，就要一起負擔團

隊作業，而不是坐享其成，以及一堆忙

碌的藉口，因而把團隊作業丟給其他團

隊成員，甚至有人會找藉口無法討論團

隊作業，讓我感覺很無奈」），因而無法

適時發揮團隊精神。 

第 2 組共有五個人，其中「時間上

無法配合」的有四個人、「資料整合上出

現狀況；個人看法的不同」各有一個人，

其團隊凝聚力為 60%。可能的原因為：

團隊成員因為時間上無法配合，所以會

請其他組員幫忙，另外在團隊作業上，

因為會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所以彼此就

會採用多數決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第 3 組共有五個，其中「時間上的

配合」的有兩個人，其凝聚力為 20%。

可能原因為：雖然這組的團隊成員表現

很好，但是從社會網路圖中發現，團隊

之間皆為單向溝通，因為團隊成員在未

來選擇伙伴上，彼此沒有交集（例如：「在

本團隊中，同學 A 想找同學 B 當團隊成

員，同學 B 想找同學 C 當團隊成員，而

同學 C 則想找同學 A 當團隊成員」）。 

第 4 組共有四個人，其中「時間上

的配合」的有四個人，其凝聚力為

100%。可能原因為：雖然討論的時間有

限，但彼此會利用時間來討論團隊作

業，達成彼此對團隊合作的共識，且未

來願意選擇彼此當團隊伙伴。 

第 5 組共有四個人，其中「時間上

的配合」的有四個人、「對團隊合作的不

在乎；想法與意見的不同」各有一個人，

其凝聚力為 17%。可能原因為：團隊成

員無法抽空討論團隊作業，且對團隊作

業的不在乎，導致團隊凝聚力的降低。 

第 6 組共有五個人，其中「時間上

的配合」的有三個人、「意見和想法的不

同」的有一個人，其凝聚力為 40%。可



能原因為：由於討論的時間有限，每一

次的討論不夠深入，同時彼此會聽取別

人對於團隊合作的意見和想法，並說明

自己的觀點。 

第 7 組共有四個人，其中「時間上

的配合」的有四個人、「不在乎團隊作

業；不熟悉團隊成員」各有一個人，其

團隊凝聚力為 33%。可能原因為：每個

組員的空閒時間不一致，所以在討論團

隊作業時，是以大多數人的空閒時間做

為優先考量到討論作業的部份，同時團

隊中有組員不在乎團隊作業，甚至不知

道其他人的長相，因此不願意討論團隊

作業。 

第 8 組共有四個人，其中「對團隊

作業的了解不夠深入；不知道其他人的

長相；時間上無法配合；想法的不同」

各有一個人，其團隊凝聚力為 33%。可

能原因為：由於時間的不足，因此只完

成分配到的作業，其他作業並沒有深入

探究，且對其他組員的不熟悉，以及組

員之間的年齡差距，在想法上難免會有

不同的思考邏輯。 

第 9 組共有四個人，其中「時間上

的配合」的有四個人、「對團隊作業的討

論不夠積極」的有一個人，其團隊凝聚

力為 67%。可能原因為：討論時間處理

不好，常常有組員沒有參與到討論，甚

至在討論團隊作業的時候不夠積極，因

此，把其他優秀的團隊作為假想敵，告

知彼此要超越他們，以提升團隊作業討

論的質與量。 

第 10 組共有六個人，其中「時間上

的配合」的有六個人、「想法的不一致」

的有一個人，其團隊凝聚力為 100%。可

能原因為：團隊之間彼此溝通協調與尊

重，優先配合彼此的時間，以空出時間

討論團隊作業。 

 

雖然，凝聚力比例最高的是「第 4

組」和「第 10 組」，但團隊成員之間仍

然存在著團隊問題，但團隊成員會試著

把問題共同來解決，不讓團隊的問題影

響他們的團隊合作，因此其凝聚力就產

生了；而凝聚力達不到 100%的團隊組

別，如果不願解決其發生在團隊的問

題，不僅無法解決團隊之間的問題，影

響團隊成員之間的合作，也會影響其團

隊的凝聚力。 

另外，經由本研究分析的結果，彙

整出其影響團隊凝聚力次數最多的問題

為：(1)時間（例如：無法配合時間來討

論）；(2)想法（例如：思考與意見的不

同）；(3)衝突（例如：與組員之間的磨

擦）。團隊成員無法共同解決存在於團隊

的問題，其團隊的凝聚力會受到一定程

度的影響；反之，共同解決存在於團隊

的問題，不僅對團隊合作有幫助，也助

於增加團隊的凝聚力。 

 

5.研究貢獻 

 

在學術上，本研究採用社會領域中

的社會網路分析，應用於資訊領域學生

參與團隊合作上，經過研究分析結果，

擁有良好的解釋力。從本研究的結果可

以發現影響團隊成員對團隊承諾之因

素，主要是團隊成員的相似性，其次是

團隊成員的開放性，接著是團隊成員的

人際關係，最後是團隊成員的信任。而

影響團隊績效的因素，主要是團隊承

諾，其次是團隊成員的外向性。因此，

本研究彙整出有關團隊合作的各種影響

構面，彌補之前研究所缺乏從社會網路

分析和五大人格特質對團隊成員在團隊

合作的影響。 

在實務上，本研究發現團隊成員間

的人際關係、相似性、信任及成員的開

放性會正向影響團隊承諾。因此，建議

在組織員工的團隊合作上：首先，減少

個人化的工作模式，提升以團隊合作為

主要的工作模式，並強調成員彼此之間

的互助與需求，增加團隊成員間的人際

關係。其次，常與其他成員分享樂趣和

價值觀，以增加團隊成員的相似性。接

著，坦白的與他人互動，並關心他人的

需求，產生對彼此的信賴感，增加團隊

成員對彼此的信任。最後，組織要訓練



團隊成員的思考與想像力，讓團隊成員

能夠有更多的想法和創意，培養團隊成

員對組織長期互動的承諾。這些構面不

僅可提升對團隊的承諾，也會進而影響

對團隊績效的努力程度。 

此外，本研究還發現團隊承諾和五

大人格特質的外向性會正向影響團隊績

效。因此，建議組織在應徵新進員工時，

可以測驗應徵者是否具備外向性的特質

（例如：樂於與人交談、在交談的過程

中讓人感覺舒適愉快），以及是否對組織

成員有承諾的特質（例如：喜歡幫助與

分享知識給他人、喜歡與他人培養長期

互動、會關心他人的狀況），以作為篩選

新進員工之依據。 

本研究發現團隊問題對團隊凝聚力

有顯著的影響，因為從本研究對團隊問

題進行內容分析後，發現最常看到的團

隊問題就是時間上的配合、想法的不一

致，以及彼此的衝突。當上述問題能夠

解決，其團隊凝聚力也會跟著提升。因

此，建議在團隊合作過程中，團隊成員

之間需要透過有效的溝通，確切了解問

題的核心所在，才能夠對症下藥，改善

團隊成員之間的關係，進而提升團隊凝

聚力。 

 

6.結論 

 

首先，在研究變數中，團隊成員的

人際關係(H1)、團隊成員的相似性(H2)、

團隊成員的信任(H4)，以及團隊成員的開

放性(H6b)對團隊的承諾有正向的影響，

而團隊的氛圍(H3)與團隊成員的外向性

(H6a)對團隊承諾則無顯著的影響。其

次，在研究變數中，團隊成員的外向性

(H5a)與團隊承諾(H7)對團隊績效有正向

的影響，而團隊成員的開放性(H5b)、親

和性(H5c)、嚴謹性(H5d)與情緒穩定性(H5e)

對團隊績效則無顯著的影響。本研究並

發現，在團隊合作的過程中，時間、想

法與衝突是影響團隊凝聚力最主要的問

題。 

由於，本研究對象為大專院校資訊

領域學生，但是因為時間、地點，以及

學生來源等因素，只能以地域性學校為

範圍進行調查。首先，本研究提出人際

關係、相似性、氛圍、信任、承諾與人

格特質是影響團隊合作的構面，然而，

仍有影響團隊合作的某些構面尚未包含

在本研究的模式中，所以有待未來進一

步的研究。其次，本研究僅以資訊領域

學生參與團隊合作為主的研究對象做調

查，因此，未來有必要針對非資訊領域

的學生之團隊合作的情況進行深入的探

討，以期了解資訊領域和非資訊領域學

生對團隊合作行為之異同。最後，本研

究並可供業界了解應徵資訊職業者之人

格特質，作為徵選人才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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